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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efficiency de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impl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plow raises its farming production.  Even some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the plow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ming tool dates back to the past.

In Japa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have been 

dedicated lots of efforts to plow improved.  Around 1900, the experts in agriculture 

implements made up the steady-improving plow with short sole.  As to Taiwan, the 

conventional plow imported from China in the 17th century.  It is high steady and weight 

less; cultivated by one person with one buffalo.  Unfortunately, it is damaged easily 

and could not be used in deep plowing.  For increasing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he agribusiness units also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the farm-improving work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first improved plow was invented in 1922.  After 

1922, by importing the improved plow from Japan and investing lots of efforts for plow 

improving activities, gradually, Taiwan improved plow, developed matured.  Its not only 

replaced the role of the conventional plow in Taiwan but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plow.

Keyword: Conventional Plow, Improved Plow, Japanese plow with short sole, 

Buffalo Cultivation, Suenaga Hit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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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林獻堂先生（1881~1956）在臺灣歷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不用我在

這裡重述。作為前清舉人的兒子，他對中國人和文化當然有充份的認識，

因此對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有相當的失落感，也常常帶領當時的士

紳來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可以從他盡力支持當時的

「櫟社」（詩社）看出來。

但是他的政治活動，主要是為了改進臺灣的社會作為起點，而不單純

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目標。這一點是研究林獻堂的人所必須記住的，

不然不能完全了解他的活動，更不能了解他晚年在日本度過，孤獨去世的

事實。

如何改進臺灣的社會，林獻堂採取的是開放的態度，因此對於當時西

方新傳來的種種科技乃至於哲學、宗教都不排斥，主要當然是希望新的知

識能帶領開啟臺灣的民智，這樣的態度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許雪

姬等人標點、註釋、出版的林語堂的日記（題為《灌園先生日記》）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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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來。1黃子寧先生在〈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1945）〉一文中也有相

當詳細的討論。2

在林獻堂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一件公益活動，藉以提升人們的教養及

社會生活的莫過於「一新會」。3本文要談的就是一新會的簡單歷史，並評

述它的社會及歷史意義。

在開始討論一新會的活動及其意義之前，有必要指出一新會的構

想以及大力推動的真正靈魂人物其實是林獻堂先生的哲嗣，林攀龍先生

（1901~86）。林先生是獻堂的長公子，深得獻堂先生的喜愛，因此他推動

一新會的活動，能得到林獻堂先生的全力支持，而林獻堂也事必躬親，積

極參與。

二、一新會的成立及活動

一新會是1932年3月19日在霧峰林家成立的。從林獻堂先生的日記裏，

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構想主要是出自林攀龍。林攀龍生於1901年（明治43

年，光緒26年），自小在國外求學。明治43年（1910）由林獻堂先生帶他到

日本東京小日向台町尋常小學就讀，而後便先後在日本東京帝大法學部政

治科（1925年畢業），英國倫敦牛津大學（1925年5月）、法國索爾本巴黎

大學（1925年5月）、德國慕尼黑大學等學府進修。

這中間他偶而回來臺灣，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國外讀書。1932

年，他從德國回來，這算是他留學生涯的結束。他是在那一年的2月2日回

到臺灣的。第二天他回到霧峰，自己的家鄉。隨著，就開始推動鄉里的啟

蒙工作，籌劃一新會的成立。攀龍先生為人謙遜，充滿理想主義的色彩。

以犧牲自己提升社會的文化及理性作為他的職志。這樣的人現在已經越來

越少，使人傷感而神往不已。

他一回到故鄉，就與教會聯絡，因為教會代表的是現代的，以理性為基

礎的啟蒙價值。當時霧峰教會的傳導人是李崑玉先生（1880~1948）。後來林

攀龍就和李崑玉變成了很好的朋友。在籌劃一段時間之後，林先生便在2月

24日正式發起這個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

漸及自治之精神，以期許新台灣文化之建設」的民間團體。3月19日，舉辦

一新會的成立大會，參加創始大會的人有如蔡培火，洪元煌，李崑玉、葉

榮鐘等大約三百人，蔡培火，李崑玉和葉榮鐘等人也輪流上臺演講。

一新會成立之後，設立了8個部：4

1. 調查部：其工作為統計、計劃、聯絡（方法細目省略），本部主任

和委員4名。

2. 衛生部：公眾衛生、空氣、飲料水、水溝、道路、垃圾堆、目的、

公共場所、戲園、公共浴場、家庭衛生、家務、店鋪、霧峰美觀、公園、

道路。本部的主任和委員共7名。

3. 社會部：識字教育、迷信（之）打破、風俗改良、趣味向上、奉仕

心涵養、文字普及、教育助成、社會救護、救貧、施療、失業者救護、兒

童保護、社會調停。本部主任和委員共10名。

4. 學藝部：圖書、讀書、文藝、藝術、展覽、演劇、工藝、趣味、音

樂、園藝、座談、娛樂。本部主任和委員4名。

1	 以下本文差不多都是參考一新會存在期間林獻堂的日記來寫的，因此不再特別註明，若是參考其

他的資料，就註明出處。《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所，2000 

-- ）現在仍在出版中。一心會活動的相關記錄都在《灌園先生日記》的第5-9卷（即1932，33，34，

35，37年的日記，其中1936年的日記可惜已佚失）。

2	 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下冊，頁675-728。請

並參考謝仁芳，<林獻堂先生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收在霧峰長老教會，《霧峰教會設教90週年

紀念特刊》。

3	 關於一新會的論文，有兩篇特別需要提出來：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入臺中

縣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00），以及周婉

窈，〈「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臺灣風物》56：4（2006.12），頁

39-89。

4	 以下是從李崑玉寫給《臺灣教會公報》的報導裏，從臺語羅馬字翻譯回來的，請看570號（1932年9

月），頁16-17。一新會的會則現在仍很容易找到，因此就不在這裡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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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體育部：一般的體育獎勵、健康增進、身體改造、一般運動、精

神涵養、運動、技術向上、養成模範選手、旅行和遠足、一年一次親睦旅

行，一兩個月一回的小遠足。本部主任和委員共3名。

6. 產業部：同業、自作（農）、造成、小作安定、交通整備、一般農

業、副業、手工業、養殖業。本部主任和委員7名。

7. 庶務部：紀律、人事、保管委員長和會員的印（章）、會籍規程

傳達、會議和講演、本會演劇編纂、文書收發、證書編撰、郵便切手〔郵

票〕收發、揭示、社交、會館沽來屋宅（？）、其他不屬各部的事項。

8. 財務部：會費的徵收、寄附金的收付、金錢的出納與保管、物品的

購買、備品的保管、預算及結算。本部主任一名。

李崑玉在寫給《臺灣教會公報》的報導中，指出半年來所作的一些比較實

際的工作：

論到這八部的事業，要進行的事是先調查，來採集各種的材料，現時

進行的：

（1）社會部，已經有每個月的巡迴風俗講演，每禮拜的土曜（星期

六）講座，舉行一回老人的慰安會，有百多位老人來赴，看的人趕（原字

為撥）不開。那天蔡培火先生也出力〔揍〕幫忙，弄到很疲倦。作樂、跳

舞、唱歌、變把戲、拿好幾項賞品給老人帶回去。

　　林攀龍先生的歡迎詞，也有敝人的幾句說教，也有婦女的懇親

會，又在進行兒童的親愛會。

（2）衛生部，對莊內的飲料水，有寄去研究所檢驗，對市、街、莊的

旅館和衛生，也已經著手研究設法。

（3）學藝部，圖書館已經設了，歐洲風景畫的展覽，也有書畫的展覽，

會館內有桌球、圍棋娛樂的設備，也有準備文化的演劇，及問題討論會。

（4）產業部，設講習所，養成織草袋，設法傳授。

其他各部，都照秩序在整頓進行，極力促進霧峰的文化來廣佈清新的

氣到外莊。希望新臺灣的文化建設。……

一新會在活動的5年中，的確做出許多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工作。這些事跡

在《灌堂日記》中都有記載。林獻堂很有恆心，每日詳細記載所作的事。

有時候，如果參加的人數比較少的，他也會把參加的人的名字都記錄下來

（有時竟多達4、50人）。可見他對一新會的期望和所下的功夫。

一新會的活動從辦理各種演講、書畫展覽、辯論會、讀書會、宗教座

談會、留學生懇親會、兒童親愛會、青年座談會、婦人茶話會，以及運動

會等等，不一而足。另外它還辦理一新義塾，設立圖書館，教授漢文，寫

毛筆字以及傳授各種新知等。經費大多由林家承擔，偶爾也收一點費用。

就這樣它竟然延續了5年多。

在這裡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一新會對婦女的態度。在它成立的正式照片

上，我們可以注意到前排坐在椅子上面的7個人都是婦女，其中有林獻堂先

生的夫人楊水心，以及李崑玉的夫人吳秀花（又名馬大，1886~1977）。5林

獻堂先生及林攀龍先生反而站在後面，這是十分感人的事情。兩位先生對

5	 這張相片在李嘉嵩著的《一百年來──事奉與服務的人生》（新竹：李弘祺，2008）可以看到，《灌

園先生日記》第5冊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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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地位的態度的確十分令人欽佩，因為這是在80年前的臺灣！林獻堂兄

弟當中只有林先生一個人沒有納妾，可見他本人品性的高超，也更可以看

見他對西方先進文明的追求和認同。一新會的活動中，有許多都是專門為

婦女設計的，目的無非是要提高婦女的地位和能見度。這是值得大書特書

的事。6

像一新會這樣的組織和活動，參加的人數又動輒以數百人乃至於千人

計，當然引起日本殖民地當局的注意。從1933年開始，殖民地政府便來要

一新會加入政府組織的教化聯盟，林氏父子抵抗了一年多，終於在1934年

的8月20日勉強答應加入。7又例如林獻堂先生特別關心的土曜（星期六）講

座也在1936年被迫無疾而終。8

事實上，由於一新會教人寫漢文，這當然會遭當局的注意，因此州縣

負責治安的日本人常常來「關心」一新會的活動。9特別是到了1937年，由

於中日關係愈趨緊張，因此一新會便活動日少，而終於在那一年十月關閉

一新義塾，等於實際上中止了一新會的活動。這時中日已經正式開戰，一

新義塾本來就是為教漢字而成立的。因此，被日本人認為是挑戰日本殖民

政策的一新會也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了。

三、一新會的歷史及文化意義──兼論所謂的

「公民社會」

研讀《灌園日記》中所記載的一新會讓人們想起來兩件事：一個是中

國17世紀初的東林書院的講學，10一個是近代西方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的理念。11

東林書院的講學與一新會有什麼關係呢？簡單言之，並沒有。查考

一新會的相關資料，並沒有談到東林講學的，甚至於沒有討論到書院的。

但是一新會的活動的確會讓人想起東林的講學。這是因為公民自發的活動

追求一個與政府施政沒有直接關係的社會改革往往被政府視為是在批判政

府。東林如此，一新會也是如此。這種情形在東亞（特別是中國）地方的

政治秩序中更具特別的意義。

事實上，東林書院或一般書院的講學活動是一種類近於西方公民社

會的正當活動，它的目的是一方面輔佐政府、參與自己社會的各種建設活

動，發展社會的自我認同，活絡及啟發教育的功能，參與地方結社，襄贊

地方決策。因為只有住在本地方的人才能更清楚知道地方事務的真正面

貌，而也因此常常作出中央政府所未必能完全作出的政策和決定。

東林講學往往以批評朝政為其活動重心，當時集中於批判朝廷，指出

它被權宦魏忠賢所把持，以至於正人君子不僅無法伸展他們的見解和影響

力，還更被中傷，驅逐入獄，乃至於被追補而自殺。黨人這樣批判朝政，

自不免與當局發生激烈的衝突，造成你死我活，不可收拾的局面。

書院歷史的早期就免不了與當局對立的情勢。朱熹一方面成立書院，

一方面批判科舉取士的制度，認為讀書人不應該只以考試為讀書的目的。

6	 周婉窈〈「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一文對這一點有很詳細地分

析，這裡完全是參考她的論點。

7	 有關教化聯盟，可以參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該會，1939），頁1031-33。請並

參看《灌園先生日記》，第5本（1934年），頁300（8月3日）。

8	 《灌園先生日記》缺1936年卷，此處係根據周婉窈的說法。

9	 例如1934年5月22日，有一位日人特務叫做奧隆的就申請來參加讀書會，林獻堂勉強答應他作為旁

聽，但不許他成為會員，以後這個人便常常來參加讀書會。這個人雖然沒有做什麼破壞的事，但卻

常常向鄉人借錢，久久不還（參看同卷頁211、212、213、215、235、244等處）。

10	有關書院的作品，多如牛毛，這裡只提出兩本比較新的通史作品：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

臺灣大學，2005）；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1994，1998）。書院講學的特質，

可以並參考Thomas H. C. Lee: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Leiden & 

Boston: Brill, 2000）, pp. 100-3, 344-5.

11	 有關公民社會的研究，作品也是很多，我主要是參考Wikipedia的“civil society”條，讀者

可並參考Encyclopedia Britannica，以及下列作品：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Brookings Review， Fall 1997 （edition on civil society）；Thomas Metzger:“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在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he/2896546.html?show=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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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外，他更批判韓侂冑所採用的對金政策，反對議和，因此被點名

為所謂的慶元黨人，明令禁止，並且遭到圍捕。

書院在大部份的時候扮演的角色並沒有這麼富有批判性，事實上，

從元朝開始，政府就大力干預書院的活動，使它無法繼續擔負批判的工

作。

近年來，西方學者有認為朱熹所從事的種種活動都是朝著在政

府與家庭之間建立一個可以協調兩者的中間組織，書院是最有代表性

的機構，用一個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要創造一個中間的空間（middle 

space），也就是說要替社會的力量或說地方的力量得到制度和認識上的

保障。12但是在中國歷史裡，這樣的中間地帶希望從政府的控制中獨立出

來，幾乎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政府和地方勢力能達成一種均衡，並

相互在法律上劃分出各自的勢力範圍。這是說政府和社會之間能建立起

契約的關係，利用法律的保障來讓各自的運作不受干擾。13

不過從元朝書院的官學化，到明代四度關閉書院，到清朝乾脆把書

院整編為科舉的一部分，這樣的發展顯示出所謂的「中間空間」完全無

法開拓成功。

林獻堂及林攀龍兩位所從事的一新會得能持續五年之久已經十分不

容易，何況它的活動都與政治分開，廣及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各面向。

由於這些活動和方法大多是建設性的，而非批判性的，因此未曾受到特

別強力的干預。這就令人想到西方所謂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

是最近20年來十分被重視和討論的重要觀念。事實上，它並不是最近才

出現，而是西方思想上一個綿延不斷的重要議題。

首先，讓我引述倫敦經濟學院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所使用的定義：14

公民社會指的因為興趣、目的和價值相同而以非強迫的方式結合的

活動場域。理論上言之，它在制度上與國家、家庭或市場不同；但

在運作上，它與後者的界限往往相重疊、複雜並不斷要重新界定。

公民社會一般都由許多的空間，人物及組織形式，而其規模性及力

量也往往不同。公民社會通常由下列組織所構成：例如登記有案的

公益團體、促進社會發展的非政府組織、民間社團、婦女組織、宗

教組織、職業團體、貿易組合、自助團體、社會運動、商業協會、

以及各類意見團體。

這個定義最大的特點就是民間力量自願結合而成的組織才算是公民團體。

這裡所謂「自願」兩字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定義裡其實是比較消極的，它只

說是「非強迫的方式」，也就是說國家不加以干預，但同時也指社會其他

人或團體不曾加以脅迫的意思。但不管是「自願」或「非強迫」，它都帶

有公民自我判斷、自我決定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個公民社會的存在，必須

有一個不受外力干預的空間。

有趣的是西方人所謂的「公民」兩個字是和「文明的態度」（civility）

結合在一起的，而「文明的態度」及建基於它、而衍生的「公民社會」就

代表了好的社會，或說理想的社會。這一點十分重要。

公民社會的討論在中古歐洲消沉了很久，之所以如此不外是因為中古

歐洲人所嚮往的好的世界不外是「天國」，或者是聖奧古斯丁所說的「基

12	參看Robert Hymes:“Lu Chiu-yuan, Academi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432-456。

13	參考上面註11所引的Thomas Metzger 的文章。

14	引自“What is civil society?”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4-03-01）.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S/what_is_civil_socie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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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一新會以及臺灣的公民社會

督教邦聯」（The Commonwealth of Christendom）。在基督教領導下的政

治、社會雖然不像天國的完美，但卻是預備天國降臨到地上的最合理的

安排。個人沒有組織獨立于教會的社會結社的權利，每一個個人都生活

在由教會安排的組織裡頭─即使是商業組織、貿易組合也都逃不過基督

教經濟觀念的約束，沒有自己的自由。

到了啟蒙時代，要求解放的思想才逐漸興起，所謂「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由Jörgen Habermas提出），其實就是一種私領域，由有別

於「信徒」的大眾（public）所組成。它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

的發展力量，而脫離教會的管轄。

教會管轄力量的式微，固然造成公共領域的擴大，但也造成了民族

主義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和成型。18世紀以後，西方國家的觀念以及建設

的方法都已經發展成熟，於是私領域的敵人就反而變成了國家，而宗教

則淪為私領域所保護的眾多「自願」組織之一了。

19世紀以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大肆擴張，使「公民社會」遇上了

重新思考的困窘，這就是由黑格爾領頭所作的新定義：他認為「公民社

會」（他稱之為bügerliche Gesellschaft，等於是「市民社會」）不外是各不

同時代為了滿足當時個人的需要，而興起的暫時性組織，因時代之不同

而會造成不同的階級型態，乃甚至於因為成立的原因不再而跟著消失。

真正有意義的組織是國家，因為國家才能保障真正的市民的利益及自

由。國家是維護「文明生活」（Life of Civility）的最高倫理機制。這是黑

格爾德的觀點。

黑格爾這樣的說法等於把公民社會的基本論點從根翻案，認為公民

社會不外是資本社會的產物。黑格爾的看法有一部份被馬克思所接受，

只是馬克思否認國家的重要性，而認為決定公民社會的發展的是促成資

本主義發達的中產階級（布爾喬亞階級），國家和公民社會都是替中產

階級服務的，最後在共產世界降臨了之後都必須消滅。

總之，在馬克思和他的跟隨者的眼中，公民社會和國家「政治社會」

是對立的。左派的馬克思信徒認為公民社會是用來抵抗法西斯專制政權

的，而在右派的人眼中，公民社會則變成了抵抗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武

器。

近年來，由於非政府組織的發達，公民社會因跨國組織（像國際貨幣

基金）的力量，而顯得凌駕國家之上，特別是貧窮國家的政府幾乎逃不掉

全球化了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欺負，但有的人認為這種全球化的社會組

織正好替小國弱民帶來幸福。公民社會的建設是扶植民主理念，鼓吹民主

國家的很好的途徑和工具。

以上對公民社作漫長的討論，目的乃是最後的一句話，那就是一個全

球化的世界裡，公民社會的活動是維護國家的民主的非常重要的工具。

不幸林獻堂先生和林攀龍先生在推動「鄉土重建」的工作時，世界思

潮對這種公民社會的努力是不同情的，甚至於是反對的。兩位林先生的努

力雖然很類似現代的非政府組織，但國家機器的運作卻在19世紀到20世紀

中頁這段期間被賦以神聖的歷史使命，而台灣更不幸的是他只是一個國家

的殖民地而已，因此這個公民社會的努力就很難有明顯的成果。

但是一新會畢竟也活動了5年之久，這在任何的殖民社會裡都還是相

當不容易的。因此我們仍然必須對林氏家族能用相當理性的態度來與殖民

地政府周旋加以肯定。這個時期也正是甘地在印度帶領非暴力的「堅持真

理」（Satyagraha）活動的時候，相較之下，英國殖民地政府又遠勝日本，

因為甘地的活動是政治性的，不像一新會基本上只是一個社會活動。

一新會留給後人的遺產可以說完全沒有。他們的努力或許在當時引發

許多人的興奮、上進，但是從它結束之後到日本戰敗，它已經消聲匿跡，

終戰之後，中國國民黨統治，強調泯滅日治時代的記憶，因此有近半個世

紀幾乎沒有任何人提到或寫到一新會，就是連李崑玉的兒子李嘉嵩先生的

自傳《一百年來──事奉與服務的人生》也只有一行寫到它。這本自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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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台湾近代史」と4人の日本人
後藤新平・岡松参太郎・新渡戸稲造・矢内原忠雄*

春山明哲**

第1回　後藤新平と岡松参太郎─「文明」と「学問」─

ただいまご紹介いただきました春山明哲と申します。

はじめに、本日このような機会を設けていただいた蔡錦堂先生と呉文

星先生にお礼申し上げます。台湾史研究の台湾における大きな拠点であ

る師範大学で、このような演講を行うことは、私にとって大変名誉なこ

とだと感じております。

私、今年の9月半ば過ぎに台湾に参りまして、現在、国立政治大学台湾

史研究所の客員（客座）教授として「帝国日本の台湾統治政策」につい

て講義を担当しています。年末までの予定です。

昨年（2007年）の春、33年間勤務した国立国会図書館を定年退職し、

早稲田大学台湾研究所の客員研究員となりました。また、日本台湾学会

理事長、早稲田大学の非常勤講師の肩書きもありますが、本日は、ここ

にお集まりの皆様と同じ、ひとりの研究者としてお話しいたします。

*	 2008年11月28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特別演講

**	早稲田大学台湾研究所　客員研究員

版於1978年，已經是40年之後的事，尚且如此，其他更不用說了。現在因

為《灌堂先生日記》的出版，我們才得以見到更多的真象。

一新會所立下的典型毫無疑問的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嘗試。今後台

灣民主化的繼續發展就要維賴類似的組織和努力。


